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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女主播的身体表演与社会交流

曾一果
（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摘　要］戈夫曼的 “场景主义理论”突出了人在某个特定社会舞台框架中的表演行为，梅罗维茨将这样的表演行为

扩展到对电子媒介社会的考察上，探讨以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介、新场景如何影响个体的表演。借助于戈夫曼和梅罗维

茨的 “场景主义理论”，尝试探讨各种新兴的网络视频直播场景中网络女主播的身体表演现象，考察在网络视频直播

场景中女主播如何借助身体表演展示自我并与男性粉丝观众开展情感交流；进而探讨表演者与粉丝观众在交流过程中

各自的心理和社会诉求；最后探讨网络女主播的身体表演及其与男性粉丝观众的社交行为受到怎样的媒介场景、社会

习俗和消费逻辑的权力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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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戈夫曼最早提出了 “场景主义理论”，①试图通
过考察特定社会场景中的表演者来了解人类的日常

行为。当然，戈夫曼的场景主义理论针对的主要是
现实社会中的人们。传播学者梅罗维茨认为戈夫曼
的场景主义理论虽然有局限，但对理解人们在不同
空间的不同表现是很有作用的：“它确实提供了一
种观察社会角色和行为规则的有用且有趣的方法。
另外，特别是戈夫曼的戏剧艺术的模式，为了解新
媒介对行为的影响提供了许多隐蔽的线索。这个模
式指出，‘成为’某种类型的人通常需要恰当的社
会环境和观众。因此，任何能够改变社会舞台结构
的因素或者使社会观众重组的因素都会对社会行为

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社会现实存在于不同的行为集
合中，如果 ‘真实’是与场景相联系的，如果我们
对个人整体上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可能会更看不清
楚在某个场景中我们面前的人到底 ‘是谁’。那么，
当人们发生行为的场景做某种调整时，我们就会看
到自我、社会和社会现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１］

（Ｐ３０）在戈夫曼、梅罗维茨看来，日常生活中的
人们其实每天都是生活在多重的社会场景中，在不
同社会场景中，人的形象和行为是不同的，某个人
的某种行为也只有在特定场景中才能理解，不然，
我们就无法理解某个人到底是 “谁”。梅罗维茨进
一步拓展了戈夫曼的场景主义理论，他认为戈夫曼
的场景理论主要思考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面对面

之间的交往，忽略了传播媒介在其中的作用。梅罗
维茨认为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跟有媒介为依托的交

流是 “完全不同类型的交往”，在电子媒介日益兴
盛的时代里需要重新思考场景主义理论，将电子媒
介的因素考虑进来。在梅罗维茨看来，电子媒介可
以消除地理疆界，让身处不同时空的人之间的交流
有了可能，例如电话让远距离的人们能够彼此交
流，这种交流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比与他们所处同
一物质环境中其他人的距离近”。他进一步指出：
“我认为电子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的原理并不是什么
神秘的感官平衡，而是我们表演的社会舞台的重新
组合，以及所带来的我们对 ‘恰当行为’认识的变
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观众变化的同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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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也会变化。”［１］ （Ｐ４）只不过人们在现实生活
中的表演现在经由电子媒介得以实现。
梅罗维茨所提到的主要是电话和电视等等２０

世纪以来的新兴媒介，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
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他讨论了这类新媒介如何
对人们的社交行为产生影响。而在今天，新媒介技
术日新月异，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新媒介为人们
多样化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如在中国人们十分
熟悉的微博、微信以及最近盛行的网络视频直播
等。不过，这些新媒介、新场景如何影响人们的个
体行为和交往关系，值得好好观察。本文即立足于
戈夫曼和梅罗维茨的 “场景主义理论”，尝试探讨
在花椒直播、六间房和斗鱼直播等各种新兴的网络
视频直播场景中，网络女主播如何通过身体表演展
示自我，以及如何借助身体表演与观众进行交流；
考察在此交流过程中，表演者和观众各自追求什
么，以及在网络视频直播中的身体表演和人际交流
受到什么样的场景规则、社会习俗和消费逻辑所规
约。

二、新媒介、新场景与视频中的
“女主播形象”

２０１６年被称为 “中国视频直播元年”，花椒直
播、六间房、虎牙直播、斗鱼直播、好美眉直播
间、美女直播网站、我秀直播……从２０１６年开始，
网络视频直播成为一大热词。有许多学者开始关注
和探讨网络视频直播流行的原因，新媒介技术的发
展自然是网络视频直播发展的重要原因，正是新媒
介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与人之间一种新的交往形式得

以产生，特别是对许多青年人而言，网络视频直播
更是他们进行表演和开展交流的 “新舞台”。
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到近代以来各种各样的

电子传播，每一种媒介技术的发展都对人类的交往
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口头传播时代，面对面地直
接说话、聊天是人际交流的主要手段；在文字时
代，人们则借助书信进行交流。而在今天，正如梅
罗维茨强调的那样新兴电子媒介是人们 “表演的社
会舞台的重新组合”，互联网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得
各种形式的媒介空间日渐成为人们日常表演的主要

场所。有人认为社会现实环境可以被理解为 “表演
呈现的原舞台”，而 “互联网所构筑的虚拟空间可
以理解为表演呈现的新舞台。”［２］这个新舞台为许
多年轻人的表演提供了机会。在网络视频直播的空
间中，女主播粉墨登场，跳一段舞，唱几首歌曲，
并与观众开展交流———停下来对着镜头聊几句。这

样的直播表演成本是低廉的———一套主播行头、一
套视频播放工具和一个房间便可以了。与传统的电
影女明星相比，网络视频直播对女主播的形象要求
并不高，长相过得去，会跳舞、唱歌或聊天即可。
当然，行头和装备再简单，女主播要登上直播这样
的媒介舞台，也要经过精心装扮，出现在直播空间
里的表演者依然是戈夫曼所说的 “前台形象”。“主
播正在后台补妆，请稍等片刻”，有些网络视频直
播开播之前会在屏幕上打出这样的预告字眼提醒观

众。在网络视频直播中，戈夫曼所述的前台和后台
的区隔是很明显的。打开网络视频直播，主播出现
在直播空间里，表演才算开始。视频直播间的舞台
布置尽管简陋，但是再简单的舞台也是舞台———包
括房间、桌子、椅子、摄像头和各种装饰品等等。
“舞台设置往往是固定的，以至那些把一种特定的
舞台设置当作表演的一部分来使用的人，只有已经
进入恰当的场合才能开始他们的行动，并在离开它
时，必须结束他们的表演。”［３］ （Ｐ２２）这跟社会生
活中人们的表演是一样的，网络直播间的主播表演
都是在特定的媒介情境和框架中进行。
不过，与戈夫曼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 “表演”

有所不同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某个场景中
的表演许多时候是无意识的，但在视频直播中，主
播们真正是以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 “表演”。当
她进入直播间时，她便以一种特定的舞台形象开始
了表演，并与摄像头以及观众建立了复杂的社交关
系。视频直播空间中的主播形象并不等于其现实生
活中的日常形象，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怎么说话
的女大学生，在网络直播空间里，可能摇身一变成
为一个能说会道、风情万种的女主播，甚至有些女
主播在视频直播空间中劲歌热舞的表演完全颠覆了

其日常生活中的 “刻板形象”，以致我们有时不得
不惊诧，为何在网络视频直播这样的媒介场景中一
个人会表现出跟日常生活中完全不同的形象来？因

此探讨媒介化人的表演和交流行为对理解人类自我

以及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是很重要的。马克·波斯特
在 《第二媒介时代》中指出：“电子媒介交流展示
了一种理解主体的前景，即主体是在具有历史具体
性的话语与实践的构型中构建的。这一前景扫清了
道路，人们从此可以将自我视为多重的、可变的、
碎片化的，简言之，自我构建本身就变成了一项规
划。”［４］ （Ｐ１０７）对于许多主播而言，她们在视频
直播这个虚拟舞台上重新规划了崭新的 “自我形
象”，这样的自我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其在日
常社会中的个体形象。有一位女主播就承认，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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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直播中的表演让其感觉自我价值得到了实现：
“在生活中，我就是个卑微的小人物，在单位被忽
视，没有男朋友，父母电话里都是催促，我实在太
希望受到别人的关注了。而在直播间里不一样，我
会收到鲜花，会有别人关注，我喜欢跟他们聊天，
这样我就能忘了现实”。［５］在今天，通过化妆、美
图软件，经过重重修饰的主播完全是以一副不同于
现实生活的理想形象出现：“主播在直播过程中规
避了现实，由衷满足于被崇拜的身体和重塑后的自
己，这是一种臆想的视觉符号景观”。［６］这样的形
象让粉丝群体追慕迷狂，也让主播惊喜地发现自己
竟可以这么 “美”。以往受到万众瞩目的是流行的
电影明星，但是视频直播让一些人瞬间变成许多人
关注的 “偶像”，这是一种新的体验和感觉。在网
络直播的媒介秀场中，主播要通过表演展示自我
———理想的容貌、过人的才艺和独特的个性： “我
们所展示出的自我，并不是简单地戴上的面具，而
是我们所具有的个性，尤其是我们扮演某个角色的
时间越长，角色就越真实，这一点不仅仅是对我们
的观众而言，对我们自己也是如此。”［１］ （Ｐ２８）在
网络视频直播空间，由于长期浸于上述的 “角色扮
演”，一些女主播容易将自己视为万众瞩目的网红
明星。而网络女主播与粉丝观众之间的交流往往是
一对多的交流，由一个主播跟多个粉丝进行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女主播表面上控制了整个流程，无
论是身体表演，还是闲聊对话，她都像一个居高临
下的女王。但是当刷了大礼、送出奢华物品的大佬
观众驾临直播间，若他要求主播作出令其开心的表
情和动作，而女主播不从，直播间的其他观众便会
觉得该主播 “不懂事”，而她自己便会失去一位
“金主”。
对于粉丝观众而言，他们通过点赞、送礼物不

仅得到了与主播交流的权力，而且也在观看和交流
中获得了快感。以往电影明星们虽然也拥有大量粉
丝，他们会不定期地召开明星发布会，给粉丝一个
接近的机会，可对于多数观众而言，与明星的接触
机会是少之又少。但在网络视频直播时代，观众则
可以通过参与视频直播，进而有了与网红主播接近
和交流的机会，他还可以通过打赏、送礼物等方式
找到一种捧明星的 “自尊感觉”。有粉丝观众留言
说： “我喜欢谁，就打赏谁”，还有一位粉丝观众
说：“在互联网时代，‘御宅族’流行，许多青年人
都喜欢宅在家里，他们不愿意出去与人交流，也不
愿意找女朋友或男朋友，网络上的主播们完美的形
象因此很容易成为他们交往、幻想和迷恋的对象。”

许多年轻的粉丝观众热衷于参与直播，送礼物给女
主播，除了迷恋女主播迷人的形象之外，在某种程
度上，这是他们以一种想象性的替代式交往来代替
他们所厌倦的现实交往———宅在自己的房间里，带
上耳机，沉浸在视频直播世界里，只跟漂亮的女主
播交流，外面的世界与他无关，家庭和社会的规训
这时他们也置若罔闻。
因而，无论对于女主播，还是男性粉丝观众而

言，网络视频直播为她 （他）们建立了她 （他）们
自己能够互相交流的多样性交往空间，生产她
（他）们互相之间能够理解的意义，并让她 （他）
们在互动交流和参与中建构自我身份认同。尽管这
样的交流并没有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但正如
费斯克所说的那样：“大众能够将文化商品转变成
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并由于将这些商品用来创造属
于他们自身的意义，即有关社会身份认同以及社会
关系的意义，而从中获得快感。这些意义乃是弱势
者的意义，它们是根据弱势者的利益，并在弱势者
的利益当中，得以创造的。”［７］（Ｐ８４）
对于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来说，女主播在网上直

播吃饭、睡觉和跳舞，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表演。
例如在一个名叫 “知乎”的网站上，有一个问题就
是如何评价网络直播，其意义何在？一些网民的留
言是这样的：“最近有同学在某网络直播ＡＰＰ上开
始了直播并在朋友圈里呼吁我们关注观看她的直

播，因为平日的交情加上本身的猎奇心理，便点进
去看了看，发现无非是直播吃饭，直播泡吧什么
的，说实在挺无聊，又换了其他的一些热门主播，
所看到的无非是回答一些无聊的问题，不停地要礼
物，讲谢谢，不知道直播是不是都是这样，可看性
在哪里？”“经常出现没钱的屌丝充大头娃娃，几万
几十万的刷礼物，人活一口气，找存在感。还有些
从来不充钱的，看美女看热闹，说白了，意义一点
没有，就是一群人没事抱着手机电脑打发时间。”
在这部分人看来，网络直播毫无意义，更无文化可
言。但是对于女主播和男性粉丝观众而言，在视频
直播中，她 （他）们双方建立了互动交流的社交机
制，并且在此过程中创造了属于她 （他）们自身的
意义和风格。
对此，马克·波斯特在 《第二媒介时代》②中

其实对新媒体社会早已作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他认
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介化社会正重塑主体。在电
子媒介交流时代，主体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身份，主
体的身份是在 “具有历史具体性的话语和实践的构
型中”［４］ （Ｐ１０７）被构建和生产出来。网络直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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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就是这样，网红女主播正是在视频直播中的表演
和交流中构建了她的主体性，粉丝观众当然也是在
与女主播的媒介交流中获得了新身份。新媒介技术
重塑了人与人的社交关系，并为社会带来了更多的
可能性：“虚拟现实的机器具有令人信服的似真性，
释放出巨大的幻想、自我发现和自我建构的潜能，
应当能容许参与者进入想象中的世界。当不同的人
构成的不同群体能够在同一虚拟空间中互动交往的

时候，人们就更加难以设想各种可能。”［４］ （Ｐ５３）
当然，媒介化社会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也重新
建构了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波斯特特别用了 “界
面”一词的意义，在他看来： “新技术安装了 ‘界
面’，即面面之间的面；这种面坚持认为我们应当
记住我们 ‘有不同的面’，我们言说时有多重侧面
在场 （ｐｒｅｓｅｎｔ），而且不是以任何简单或直接的方
式在场，界面对于因特网的成功已变得至关重要
……因特网不仅是 ‘技术性的’而且还是准机器性
的，构筑人类与机器之间的边界，让技术更吸引人
类，把技术转化成 ‘用剩的设备’，而把人转化成
‘半机械人 （ｃｙｂｏｒｇ）’，转化为与机器唇齿相依的
人。”［４］ （ＰＰ．５２－５３）

三、身体的展演与窥视的欲望

波德里亚曾说在当代消费社会中，身体已经成
为了 “最美的消费品”：“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
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
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
沉重的内涵。这就是身体。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
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 “重新发
现”，它 （特别是女性身体，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为
什么）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
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
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阴柔之
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
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
变成了救赎物品。”［８］ （Ｐ１３９）在当下的视觉文化
时代， “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逐渐成为了焦点，
成为了快感、欲望的符号。彼得斯引用苏格拉底的
理论说： “爱就是欲望 （２３７Ｄ）。欲望有两种：非
理性的、求快乐的欲望和理性的、求优秀的欲望。
爱欲是渴望肉体美———人体美 （２３８Ｃ）。”［９］ （Ｐ３６）
在网络视频直播中，“身体”的呈现与表演是

一个重要的 “视觉景观”，绝大部分网络视频直播
在某种意义上是关于女主播的 “身体消费”。低胸、
露肩、超短裙经常是女主播的直播间形象，女主播

以性感暧昧的身体表演吸引男性粉丝观众，让他们
为其扭动的身体表演而陶醉、迷恋甚至疯狂。“性
感”“好美”“胸好大”，经常有男性粉丝观众肆无
忌惮地在视频直播平台上发布留言，抒发他们的视
觉观感和内心欲望。费斯克也说在娱乐文化时代，
大众的快感主要是 “通过身体来运作”，并且 “经
由身体被体验或被表达”。［７］ （Ｐ８５）当然，在网络
视频直播中，由性感的身体表演而产生的快感是双
方的：一方面，女主播通过身体表演激发他们的个
体欲望，引诱大批男性观众围观，另一方面，女主
播在粉丝观众的视觉窥视中获得快感。从弗洛伊德
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讲，“窥视冲动”源于人的性本
能。弗洛伊德指出，人类有两种性欲发展模型：他
恋和自恋。③ “自恋”即对 “自我的爱慕”，“自我”
成为 “自己的恋爱对象”，而且这种行为通常都是
被动的和女性化的。虽然在文明社会中，男性和女
性的本能都受到了压抑，但是弗洛伊德认为女性的
压抑感更加强烈，她始终无法完全欣赏自我，这种
压抑很容易就转化为对自我的迷恋：“女性，尤其
是 长 相 俱 佳 者， 发 展 为 一 定 的 自 鸣 得 意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ｅｎｔ），补偿了强加于她们对象选择的
社会限制。严格地讲，这样的女性只爱她自己，与
男性爱女性的强烈感情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女性的
需要此时不是爱，而是被爱，满足了女性这一条件
的男人便往往取悦了她们。”［１０］ （Ｐ１６２）并且弗洛
伊德指出， “自恋的女人”需要通过男性的追求，
即被爱来获得 “满足感”。在网络视频直播中，女
主播即不断通过身体的表演与展示，吸引男性粉丝
观众的目光，赢得男性的疯狂追逐，从而获得一种
自我陶醉和满足感。所以有人就说：“事实上主播
对自我的形象认知来源于观众镜像中的自己。”［２］

在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中，“窥视欲望”是性本
能欲望的一个重要方面。弗洛伊德将 “窥视欲望”
称为 “视觉利比多” （ｖｉｓｕａｌ　ｌｉｂｉｄｏ）。在弗洛伊德
看来，随着人的成长，人的性本能冲动受到压抑，
但这种压抑会转化为一种看与被看的视觉方式。并
且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在 “看”与 “被看”的互
动结构中 “窥视癖”的一方 （看者）和 “暴露癖”
（被看的一方）的关系一为主动施予，一为被动地
承受：“引起弗洛伊德关注的是 ‘窥视冲动’以及
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结构——— ‘暴露癖’ （被看的
快感）和 ‘窥视癖’（看的快感）。前者是被动的，
处于 ‘被看’的位置，后者是主动的，处于 ‘看’
的位置。”［１１］ （Ｐ６５）
弗洛伊德所说的 “暴露癖” （被看的快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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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视癖”（看的快感）在网络视频直播中表现得淋
漓尽致，女主播通过身体的暴露和表演在被看中获
得了满足感和愉悦感，男性观众则通过窥视获得了
某种快感体验。文字与语言在网络视频直播双方的
互动交往中自然也很重要，但主要起辅助作用。依
据弗洛伊德的窥视理论，在 “看”与 “被看”，“窥
视”和 “被窥视”的窥视活动中，男性占据了主体
地位，女性始终是作为被观看和欲望的对象而存
在。在网络视频直播中大部分主播是女性，观众多
数是男性。一位女主播亲口告诉我们她的粉丝观众
９０％以上都是 “男性观众”，而且她还强调说：“确
实，女主播的颜值是很重要的。”热门女主播基本
都是颜值高的女性，即便颜值不高，许多女主播也
会通过化妆、美颜和修图等方式让自己变得漂亮起
来。而当我们询问，主播与粉丝观众如何建立密切
的关系时，她说主要看 “缘分”，绝大部分情况是
因为 “这个女主播长得不错”。在 《视觉艺术鉴赏》
中，伯格认为：“男性在决定如何对待女性之前必
须先观察女性，所以，女性在男性面前的形象，决
定了她所受的待遇。为了多少控制这一过程，女性
必须生来具有这种吸纳并内化这种目光的能力。因
此，女性作为 ‘观察者’的一部分自我如何对待那
作为 ‘被观察者’的另一部分自我，具体地表明
了，外界可以且该如何来对待她。这种自己对待自
己的展演式处理也构筑了女性的存在、女性的风
度。每名女子总是需要不断地去裁决何者是她的身
份所 ‘允许’或 ‘不允许’的，她的一举一动，不
管动机与目的为何，皆被视为在暗示别人该如何看
待她。”［１２］ （ＰＰ．４６－４７）男／女，观赏者／被观赏
者、主动／被动，这便是视觉化时代男性与女性之
间的视觉结构关系。
不过，帕特里克·富瑞倒是认为 “看”与 “被

看”的窥视冲动并非是一种简单的 “二元对立结
构”，而是被动中有主动，主动中又有被动：“在我
们的窥视本能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总是持续不断地
处于积极与消极、主体与客体、窥视癖与暴露癖的
双重作用之下。一方面是我们窥视地、主动地介入
世界，另一方面也是世界作为主体作用于我们。”
“我们既是主动的观看者，又是被动的被看者；或
者说，存在着一些主体构型的范畴，使我们完全受
到窥视癖或者暴露癖的支配；还可以说，既存在着
一种男性的／主动的／施虐的凝视，也存在一种女性
的／被动的／受虐的被凝视。”［１１］ （Ｐ６５）前面我们说
过，在视频直播的观看机制中，有时女主播倒有更
强的主动性和控制欲。

总之，相比于电影电视中单一的、缺乏互动的
视觉观看机制，在网络视频直播的视觉观看结构
中，女主播与男性粉丝观众之间的互动性、交流性
更强。“兰博基尼，喜欢不喜欢”、“我好喜欢你”、
“唱什么歌”、“身材好好”。在整个直播过程中，除
了双方的 “看”与 “被看”之外，女主播需要与男
性粉丝观众不停地互动交流，她 （他）们在多元互
动的交流过程中建立了亲密的 “爱欲关系”。这种
在新媒介技术支持下的新型亲密的 “爱欲关系”，
在电波盛行的时代也曾经有过，电影明星可以在电
视或者广播里面对观众发表讲话，观众可以通过打
电话或者写信表达其对某个电影明星的喜欢。但那
样的方式还是间接的甚至是隔绝的，电影明星与普
通观众不仅不交流，而且在明星见面会上，为了防
止粉丝们跟某个明星亲近，无数个警察或保安在明
星周围保驾护航。但是直播的特征就是互动性和亲
近性，观众通过网络视频直接与女主播进行交往，
女主播则在直播空间里为特定的观众表演，有时女
主播的表演仿佛就是为正在观看的观众一人表演

（其实同时还有其他人围观），正是通过这样的直播
机制，女主播与粉丝观众、粉丝观众与女主播建立
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亲密的 “爱欲关系”，双方互
相在语言交流和视觉爱抚中获得了情感与欲望的满

足。

四、操演、冒犯与越轨

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种人际交流并
非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而是在虚拟现实中完成，这
样的人际交往其实受到了电脑、手机屏幕等 “界
面”的限定和制约。在网络视频直播上的身体表演
与视觉窥视活动中，其实像麦茨分析电影的观看机
制那样，双方的交往总是 “处于一种或多或少的不
满足状态”。因为观众与荧幕上的形象 （客体）在
根本上仅仅是一种 “窥视关系”，而非真正的占有
和获得关系。在电影的观看实践中，观众与荧幕上
的形象根本不能对话，也不能交流：“窥视癖在空
间上表现出一个裂缝，将自己永远与客体隔离开
来，表现出非常的不满足 （这恰恰是他作为一个窥
视癖所必需的），因此他的 ‘满足’也是属于典型
的窥视癖的满足。”［１３］ （Ｐ４８）彼得斯在讨论广播等
媒介时也指出，广播电话等当时的新媒介试图用更
加亲切的语气来呼唤听众，竭力 “模拟人与人的互
动”，但是 “人与人身体的互动关系缺失是无法完
全恢复的”。［９］ （Ｐ１９９）
同样，网络视频直播也改变了电影电视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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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那样的单向交流方式，为主播与粉丝观众提供
了一种更多样化的社交平台。在网络视频直播中，
女主播与粉丝观众在网络虚拟空间里通过视觉、语
言和送礼物等方式实现了双向或者多向的互动交

流，这种多样化的互动交流在某种程度上胜于现实
生活中的人际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日常生活
中 “交流的无奈”，甚至女主播与粉丝观众共同建
构了一个颠覆和反抗日常世界的 “爱欲关系”。有
些男性观众将女主播想象为生活中的恋人或者理想

的情人，他们可以大胆地在直播间对女主播说出其
在日常生活中对其他女性不敢说的悄悄话，大部分
网络女主播都是在生活中物质和精神都不那么富裕

的女孩，她奉献身体进行歌舞表演，将其作为被看
的对象，并从中换取丰厚的经济回报，这是成功的
捷径，也是自我的实现，她在众多粉丝的顶礼膜拜
中获得了满足感。“哥哥”“宝宝”“亲爱的” “女
神”“老婆”，女主播和粉丝观众经常互相用亲昵的
称号叫唤对方，以显示双方无比亲密的爱欲关系。
尽管如此，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视频直播中的女主
播与男性粉丝观众之间其实依然有无数条麦茨所说

的 “空间上的裂缝”。
首先，网络女主播与男性粉丝观众虽然在一个

共同的虚拟文化场景中建立了视觉互动的社交关

系，甚至共同构建了对抗世俗生活的爱欲关系和文
化共同体，但是他们之间的 “社交关系”本身是脆
弱的。因为绝大部分女主播是为了某种物质欲望在
视频直播空间里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 “程式化表
演”，这种表演还不具备戈夫曼所说的那种 “戏剧
性的表演”。戈夫曼认为表演的功能是 “创造一个
戏剧化的情景”，这种 “戏剧化的情景”要求表演
者真正地投入情感。但在网络视频直播中，大部分
女主播的表演是 “敷衍式的”。她们表演的目的主
要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在视频直播中，其实女主
播与粉丝观众互相都不了解对方，双方不知道对方
的情况。可以说，粉丝观众根本不知道女主播从何
而来，甚至不能确定 “女主播”的性别，当代的媒
介技术早已能够做到让某个男性以一个 “性感女
郎”的面目舞动在直播间里。而有时直播间中那个
性感的表演者可能是个根本不存在的 “虚拟形象”。
其次，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网络直播间的身体

表演是在一定的媒介框架中进行，并非任意的、自
由的和随性的交流。虽然今天的新媒介技术为不在
场的各种交流提供了可能性，电话实现了让相距遥
远的人亲密通话，视频直播也让身临其境的面面交
流变成了可能。在一个视频直播交流空间里，女主

播和男性粉丝观众们可以开展 “私人性的交流”。
为了满足自己的窥视的生理和心理欲望，不少男性
粉丝观众还经常提出更多的非分要求。但是在网络
视频直播中，这种交流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交
流的场景本身是有媒介技术限制的，主播与观众的
交流都受到了网络直播空间和平台的限制，主播和
观众的 “见面”被限定在网络视频空间里面，而非
现实空间里的 “真实见面”。主播开播，粉丝观众
在线，双方的互动交流才能够实现，而主播在线的
时间是有限的，观众只能抓住有限的时间与主播亲
密交流，不然就无法与主播进行有效对话。在网络
视频直播这个看起来相对私密的场景里，主播与观
众之间并不能畅所欲言。女主播的说话和表演都是
程式化的，哪怕是色情化的表演也都是程式化的。
主播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 “规定动作”：“秀
场直播中的表演行为存在着一整套标准化操演的痕

迹。传播主体展示性演出的形式、内容、言说、姿
态存在着反复性操演的痕迹，秀场直播的表演行为
正在构建一种标准和规格。”［２］再性感诱人的表演
动作都是在一定情境框架中按照某些规定要求完

成。如果突破了这个规定，主播自己就会受到来自
机构或者其他方面的 “警告”。网络管理机构和社
会组织乃至直播平台本身也对主播的行为做了许多

规定。这些规定限制了女主播与粉丝观众之间 “越
轨的交流”，让双方的交流能够限定在一个被社会
认可的范围内。当某位男性粉丝观众在语言上有冒
犯之时，这时候 “场控”（把关人，通常由铁杆粉
丝承担）就会出面警告，如果这位观众不听劝告，
继续说一些冒犯的话，他就会被踢出直播交流平
台，无法再与女主播进行在线互动交流。
再次，主播与粉丝观众之间交流的障碍有时也

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道德压力。为了保持在粉丝观
众中的地位，大部分主播都拒绝与粉丝观众线下交
往，女主播偶尔也会被男性粉丝观众约出来见面，
有些甚至成为男女朋友，但这种现象极少。而且主
播的表演和交流行为经常会受到身边朋友、家人的
约束。当我们询问一位女主播，她在直播平台上的
表演以及与粉丝观众进行交流的行为其家人和男朋

友是否介意时，这位女主播告诉我们：“还好，不
是特别反对，不过，有时候他也不高兴。特别是当
我和一个男粉丝表现得比较热情时，那位男孩子如
果有暧昧的语言，我的男朋友就非常不高兴。”还
有一位主播说：“我家里人坚决反对我做主播，他
们认为这是个不光彩的职业，我都是偷偷在做主
播。”显然，社会舆论和道德规范约束着主播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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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和交流行为。
女主播与粉丝观众之间的交流当然还受到经济

的限制。主播这种看上去自由简单的视频交流活动
尽管为人与人之间的多元化的活动交流提供了新模

式，有人将视频直播视为一个人人可以自由参与的
多元化表演舞台，但是这种看上去自由多元的视频
直播其实背后是强大的金融资本在起作用。花椒、
斗鱼和腾讯都是力量雄厚的媒体机构，正是这些机
构培育了大量专业化的主播队伍，“主播与组织机
构之间会签订某种协议，从而来规范双方的行为
……在传播主体的表演中，我们能够发现主播表演
的热度以及靠前的排名都离不开背后组织机构的暗

地支持。在秀场直播的房间里，组织机构会派遣特
定的成员混迹在观看的客体群中。我们会发现特定
的观众会大幅度地打赏主播，从而构建一种礼物满
天飞的霸屏假象。”［２］从主播与观众的个人关系而
言，大部分直播并非一对一，而是一对多。要获得
与女主播交流的权力并不容易，一位接受我们采访
的主播说 “经常的一个现象是多人提问，没办法都
回答，不愿意回答的只能假装没看见。”“当然，那
些送钱、送礼物多的粉丝观众得到的回答是多的。”
其实，从网络视频直播这种新交流平台诞生开

始，媒介管理机构便已经对其有可能超出某种规范
的直播行为进行了规定。即便是这样，在主播和粉
丝观众之间，冒犯、越轨和冲突的行为现象仍然不
断发生。张斌等认为直播行为是当代人在得到基本
的生理和安全需求的满足之后，“渴望得到更多的
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而基于现实生活的压力
和所处的社会地位差异，这些只有在去身份化的直
播间才容易得到满足。”［６］与此观点相反的，笔者
倒认为这恰恰体现了在直播过程中主播及观众在生

理和心理安全方面的不满足感。女主播与男性粉丝
观众之间的多数交流其实并非出于互相尊重，也不
仅仅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更多的是源于前面我
们说的本能欲望或物质欲望。视频直播屈从于弗洛
伊德所说的 “快乐原则”。在视频直播平台上，女
主播的 “暴露癖”与粉丝观众的 “窥视癖”都是人
类本能欲望的体现，马尔库塞说：“本来，性本能
对其主客体都没有任何外来的时空上的限制，性欲
本质上是 ‘放荡不羁的’。性本能的社会组织实际
上把所有无助于生育功能的性本能表现都视为性反

常行为而予以禁止。”［１４］ （Ｐ３６）在文明社会的现实
生活中人们要遵守社会秩序，压抑自己的欲望。但
是新媒介的虚拟空间却为人们多样性的欲望表达和

展演提供了舞台，无论是主播和粉丝观众都在直播

间的表演和窥视活动中获得了欲望的满足。主播可
以按照自己的内心和本能欲望 “展演自我”，在幻
想的世界重塑被认可的 “主体形象”，而观众也在
窥视的过程中获得了性满足。因此，在视频直播
中，由 “暴露”与 “窥视”引发的冒犯、越轨和冲
突有时是单方面的，有时也是主播与观众乃至机构
之间的共谋。“性感的诱惑”、“制服的诱惑”、“美
女直播”、“劲爆美女直播”，这些充满性诱惑的直
播平台名称表明为了获得更多的粉丝观众，许多女
主播不惜逾越社会道德的底线，通过 “色情化表
演”来诱惑观众，满足他们的窥视和性欲望。而围
绕着身体表演的冒犯、冲突与越轨活动，直接关联
着女主播与粉丝观众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爱欲关系和

情感结构，当一个女主播面对镜头用双手捂住上身
时，立刻有好几位粉丝观众都说 “把手放下” “再
露一点”。当粉丝观众的 “窥视欲望”无法得到满
足时，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对一个深情爱着的
对象经过替代与自居作用甚至转变成攻击与敌视的

态度，“妈的，有啥好捂的”、“捂什么捂，不就是
两个球。”谩骂和攻击的弹幕语言经常布满视频直
播平台的 “评论区”。
不仅如此，网络视频直播间的冒犯、冲突与越

轨也直接联系着社会控制。梅罗维茨认为戈夫曼的
“场景主义理论”就强调了不同场景中的规则对个
体表演行为的限制：“一个人主动参与到许多不同
的剧幕中，人们不停地变换身份和角色，学习并遵
守一系列复杂的行为规则，努力维持他们在每个场
景的表演，同时不会威胁到他们在其他社会场景中
的不同表演。戈夫曼的 ‘社会脚本’表面上看是动
态的，但是这种动态需要相应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
序作基础，即固定的规则、角色、社会背景以及固
定的团体。个体必须遵守这些社会传统，必须进行
练习和预演并持续他们的表演。”［１］ （Ｐ２）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网络直播中的表演者。女主

播们在摄像头前面从事的身体表演，其实在一定程
度上是为了维持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演，她们希
望藉此获得巨大的物质回报从而让自己在现实中的

生活变得更光鲜。不过，虽然一个场景的规则为的
是让表演者和观众的行为都限定在某个场景内部，
但是某个场景中的表演者和观众的言行举动还是会

超出场景规定的范畴，而与常规的社会秩序构成冲
突。所以当网络视频直播中的身体表演对正常的社
会秩序构成冒犯时，规训与惩罚便不可避免地降临
了。正如费斯克所说：“个人身体的快感构成了对
身体政治 （ｂｏｄ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的威胁。当这些快感被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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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到过分的程度，也就是说，当它们超过了拥有社
会控制权的人所订下的合理与自然的标准的时候，
或者当它们逃避社会的规训，并因而与阶级利益达
成联盟，获得某种激进或颠覆的潜能的时候，这种
威胁就变得特别可怕。”［７］ （Ｐ９１）其实，即便是场
景里面表演者和观众的活动符合场景的规则，但是
如果整个直播平台不符合社会规制，按照 “现实原
则”建立起来的社会控制也会对某个直播平台以及
场景中的表演者加以规训与惩罚。例如针对网络视
频直播中越来越色情化和低俗化的趋向，各种关于
直播平台的规章制度纷纷出台，近年所发生的最令
人震惊的直播事件便是 “黄鳝门事件”，在一个私
密的网络视频直播平台上，女主播琪琪向无数名粉
丝观众直播其在下体塞黄鳝自慰的色情表演活动，
这样的色情表演显然对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结果
女主播锒铛入狱，她所在的网络视频直播平台也受
到了严惩。
总之，像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身体不仅仅

是一个被意识所感知的动物性身体，而且作为一个
生产性的符号元素参与社会秩序的视觉建构。”［１５］

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在网络视频直播空间，身
体的各种表演实践总是与社会控制之间存在着张力

关系，围绕着身体的控制与反控制、解放与规训的
斗争其实也永远不会结束。

五、结语：交流的无奈

网络视频直播确实为人们现实之外的社交活动

开辟了一个新途径，在新媒介技术的支持下，网络
视频直播平台上的女主播通过身体的表演与怀着窥

视欲望的男性粉丝观众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社
交关系。
新媒介技术让人们能够参与到虚拟现实中，通

过在虚拟现实中的相互交流而获得全新的身份和快

感体验。一些女主播和男性粉丝观众甚至会沉迷于
这种新的社交活动中，他 （她）们认为自己拥有了
新的朋友，当我们问到一位粉丝观众为何要给主播
送大量礼物的时候，他会强调：“真的很喜欢这个
主播”，“平时也没什么朋友，跟主播很聊得来，每
天就想打开网络直播跟主播说说心里话。”“粉丝对
我都挺好，他们给我送各种各样的礼物，有这样的
粉丝感觉真好。”当谈到为何要参与视频直播时，
许多女主播和粉丝观众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人是交流的动物，在现代社会中，交流对于每

个人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人们也只有在相互的交
流中认识到个体的存在价值，著名传播学者彼得斯

在其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中特别强调了
“交流”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价值： “‘交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是现代人诸多渴望的记录薄。它
召唤的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在乌托邦里，没有被
误解的东西，人人敞开心扉，说话无拘无束。看不
见的东西，渴望愈加迫切；我们渴望交流，这说
明，我们痛感社会关系的缺失。我们如何陷入这个
关口，怎么会在说话时带着伤痛之情呢？……只有
当代 人 才 会 在 面 对 面 时 担 心 如 何 ‘交 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问题，仿佛他们之间相距千里
之遥。‘交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是盘根错节的思
想文化问题，它把时代的种种自我冲突编进了自己
的代码之中。弄清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以
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以便解决我与他、私密与公
共、内心思想与外在词语的分裂所引起的痛
苦。”［９］ （Ｐ２）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渴望与他人无拘无束

地开展交流，但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的交流
又是何其困难。而在数字化和媒介化生存的时代，
新媒介技术为人类提供了新的交流平台，让人们能
够在虚拟现实世界进行交流。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
题，那就是今天的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在虚拟现实世
界里交往，而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交流。当代年轻
人热衷于网络视频直播间的身体表演和情感交流进

一步凸显了现实世界中交流的无奈的状况。对于粉
丝观众而言，在一个高度私密的网络直播空间里，
除了窥视欲望的满足外，或许他一无所闻，当他结
束了某种窥视活动，他甚至会产生一种更加无助的
空虚感。
梅罗维茨说在电视时代，许多观众认为自己对

电视上的某位表演者的了解要超过许多人：“霍顿
和沃尔指出，新媒介引发了新型关系，他们称之为
‘副社会交往’。他们认为，虽然这种关系是有中介
的，但是它在心理上类似面对面交往。观众开始感
到他们 ‘认识’在 ‘电视’上遇到的人，这与认识
朋友和同事的方式是相同的。实际上，许多观众开
始相信自己对某位表演者的认识和了解超过其他所

有的观众。”［１］ （Ｐ１１３）在网络视频直播空间里，
许多粉丝观众对于女主播的感觉也是这样的，他们
认为自己对女主播的认识要远超于现实生活中的某

个朋友。但是梅罗维茨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仅
通过媒介相互交往的人们之间形成的是什么样的关

系呢？”［１］ （Ｐ１１３）他将这样的交往看成是陌生人
在新媒介场景的相遇，他们只是 “媒介朋友”。这
种 “媒介朋友”并非 “现实朋友”。尽管有个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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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播可能和其粉丝观众在现实生活中走到了一

起，尽管一些粉丝观众声称他无比喜欢女主播，并
通过打赏、送礼等方式获取女主播的欢心，但对于
大部分粉丝观众而言，女主播和他的关系也仅仅是
“媒介朋友”而已，他并不能真正了解女主播。尽
管女主播会通过身体表演与其交流，满足他的视觉
欲望和情感需求，但是对于某个男性粉丝观众而
言，女主播始终是一个无法接触到的形象。我们前
面已经提到，如果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女主
播，他对女主播的一切情况都不了解，他所交流和
看到的只是虚拟空间中的一个 “表演者形象”而
已。哪怕他和她真的在网络直播场景里谈情说爱，
甚至开展虚拟的情爱活动，但他依然无法触摸到
她，女主播不断通过身体表演激发他的欲望与激
情，却终究无法让他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在某
种意义上，网络视频直播虽然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
新的途径，但是并没有解决人与之间交流的根本性
障碍。梅罗维茨强调：“虚幻空间首先是一个没有
意义的空间。不是说它们没有意义是因为它们是虚
幻的：因为它们没有包含 （ｃａｒｒｙ）任何意义，人
们也不会相信它们能够包含什么意义。所以它们才
被看作是虚幻的 （更准确地说，是看不见的）。”他
进一步指出：“虽然电子媒介破坏了社会场景和物
理地点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同的地点显然依旧存
在，且地点仍然是许多种类交往的主要决定因素。
身体的交往———从做爱到谋杀———通过电话甚至是
可视电话仍是相当受限制的，收音机、电视或者电
脑所提供的 ‘陪伴’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形式的孤
独限制。”［１］ （Ｐ１７１）
同样，在网络视频直播空间里面，女主播与粉

丝观众的交流在根本上是徒劳的，甚至这种交流反
而进一步遏制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社会交流。御宅
族们在足不出户的环境就可以恣意看美女以及跟美

女互动交流，并得到 “谢谢帅哥” “你最好了”的
奖赏，然而最终却令他深陷于这种与世隔绝的虚拟
交流中难以自拔。我们说过，新媒介技术改变了人
与人的交流方式，让不同时空里的人们可以借助于
互联网进行交往，但是马克·波斯特就强调，在新
媒介时代，“界面”的存在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始
终是不充分的：“界面介于人类与机器之间，是一

种膜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使相互排斥而又相互依存的两
个世界彼此分离而又相连。”［４］ （Ｐ２５）在网络视频
直播中，女主播与粉丝观众虽然看起来就像在一个
卧室里进行交流，但是他 （她）们之间依然存在一
个难以逾越的 “界面”，他们的交流其实是人－机
器－人的交流：“在诸如电脑这样的表征性机器中，
界面问题尤为突出，因为人／机分野的每一边如今
都开始具有其自身的现实存在；监视器屏幕的这一
边是牛顿式的物理空间，而那一边则是赛博空间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又译网络空间）。”［４］ （Ｐ２５）虽然高品
质的界面可以让人们 “毫无痕迹地穿梭于两个世
界”，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性差异其实并没有消除。
也就是说，主播与粉丝永远无法实现无障碍的交
流。
我们前面也说过，在网络视频直播空间中，任

何表演和社交都不是 “免费的午餐”，围绕着网络
视频直播的是一个以经济利益为主体的娱乐文化工

业，主播们的个人表演早已被置入到新媒体的娱乐
文化工业之中。网络视频直播在满足女主播舞台表
演的虚幻明星梦，以及粉丝观众窥视欲望的同时，
更主要的是要为投资商们赚取高额利润。
总之，“性感的诱惑”、“美女直播”、“劲爆美

女直播”，在视频直播流行的今天，许多直播平台
用性感的女主播的群体身份吸引猎奇猎艳的男性观

众群体，正是这个后台给了女主播通过身体展现自
我，借助表演与观众开展交流的机会。在网络直播
的身体表演和社会交流中，女主播一方面追求被现
实生活压抑的另一个自我，另一方面将收到的打赏
变现，获得现实经济收益。而男性观众不仅打发了
时间，而且在这个时间内大饱眼福和耳福，满足视
觉听觉欲望，用虚拟或带有现实货币价值的手段进
行打赏，使以我为尊的男权逻各斯在虚拟空间得以
实现。但网络视频直播中以身体、欲望博眼球的
“身体表演”究竟能够维持多久，我们不得而知，
只能说直播赶上了消费社会，满足了碎片化生活中
一部分消费大众的审美或欲望需求。而从 “社会交
流”角度而言，直播中的互动内容含量低，属于低
质量的交流。沉浸于此的御宅群体其实与现实社会
的人际交流愈行愈远。

［注　释］

①　戈夫曼的 “场景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日常生活世界中

人们的行为。在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戈夫曼

主要探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互动交流过程中，如何

在他人心中创造某种印象，戈夫曼认为，在人们的交

往过程中，为了给他人留下印象，人们其实都是在表

演和呈现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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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马克·波斯特的 “第二媒介”理论是从波德里亚那里

过来，他从波德里亚的仿真理论出发，认为当代社会

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整个社会向着 “第二媒介

时代过渡”，并且他认为在此过渡中，播放媒介的限制

将会被突破，新媒介将创造一种难以遏制的力量。

③　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学”探讨人的本能和主体形成

过程。他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其

中 “本我”是最古老、最根本、最广泛的层次，这是

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本能的领域。本我不受任何构成

有意识的社会个体的形式和原则的束缚。本我就是人

的本能，追求一种 “快乐原则”。 “自我”在弗洛伊德

看来就是那些经常被称为理性和常识的东西，它们与

含有感性的本我形成对比，自我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

中的常态，它摆脱了本能的快乐原则，努力保持和现

实生活的一致性；“超我”则是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弗洛伊德认为超我产生于儿童对父母的依赖，儿

童一开始由父母教育，接着由学校或其它权威机构来

约束他，这种约束投射到他的自我，使其变为一种
“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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